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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涪陵作为乌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悠久的书院办学历史，更是渝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亮点。研究涪陵的书院教育，不仅对于深挖乌江流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动书院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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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区处于长江、乌江的交汇处，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享有“千里乌江第一城”的美誉。曾作为四川省的一个地级市，涪陵市于1998年划归升格为直辖市的重庆市，并由市改区，下辖原市属的枳城区、李渡区。原隶属于涪陵市的南川市、武隆县、丰都县、垫江县改归重庆市直辖。这里所指的涪陵就包括现在的涪陵城区和原属涪陵市的南川县、武隆县、丰都县、垫江县。笔者之所以这样设计就是为了在研究时保持区域的完整性，以期能更好的反映涪陵区对乌江流域文化不容小觑的教育文化影响；同时也能与当代重庆直辖市所辖区域的行政规划格局保持匹配、协调，以此展现渝东地区的书院教育史的一个侧影。

1、 涪陵古代书院概述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教育机构始于唐朝，兴盛于宋朝，元明清以后持续发展。中国古代书院史上曾出现过白鹿洞、岳麓、嵩阳等6大书院，沿至清代前期，书院分布区域面积之广，数量之多，都可以说是空前的。近代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书院教育由于逐渐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因而走向没落。晚清政府自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各类新式学堂的兴建蔚然成风，书院也被迫面临着改制转型的局面。重庆市涪陵区作为当时乌江流域的教育重镇，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重庆市涪陵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办学历史悠久，著名的北岩书院就诞生于此，据有关资料显示，涪陵的书院历史已有千年之久。笔者根据地方史志资料查明，涪陵在历史上共出现过24所书院。根据它们出现的时间先后，拟整理成表，如下表1：

表1历代涪陵书院一览表（按时间顺序统计）

	朝代
	书院名称
	书院地址
	创办时间
	创办人
	官办或民办

	
	
	州县
	具体位置
	
	
	

	宋朝
	北岩书院
	涪州

（今重庆市涪陵主城区）
	涪州治对江北岸
	宋宁宗嘉定十年

（1217）
	知州范仲武
	官办

	明朝
	平山书院
	丰都县

（今重庆市管辖）
	城北三里平都山下
	弘治十五年

(1502年)
	郡守杨孟瑛
	民办

	
	白云书院

	武隆县

（今重庆市管辖）
	白云观佛寺（今庙垭乡白云村）
	正德八年

（1513年）
	户部给事、

浙江金华太守刘秋佩
	民办

	
	凝道书院
	重庆府
	今重庆市内
	嘉靖年间

（1522-1566）
	知府刘绘
	官办

	
	凌云书院
	丰都县

（今重庆市管辖）
	治北平都山麓胡公祠之东
	嘉靖年间

（1546-1566）
	知县万谷
	官办

	明朝
	来风书院
	重庆府
	治右
	不详
	不详
	不祥

	清朝
	凌云书院
	垫江县

（今重庆市管辖）
	县治东
	乾隆八年（1743年）
	知县丁涟倡
	官办

	
	钩深书院
	涪州

（今重庆市涪陵主城区）
	州治对江北岸
	清乾隆九年（1744年）
	知州将罗克昌
	官办

	
	隆化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城南二里鳌头峰
	清乾隆二十三年
	知县应士龙
	官办

	
	丹山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不详
	乾隆三十年（1755年）
	同知郑国祠
	官办

	
	龙川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西丰里六甲龙川库（今大观镇龙川村）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知县冀宣明

命首事韦在明、李浩
	官办

	
	鹿鸣书院
	丰都县

（今重庆市管辖）
	城区北门内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知县张伟
	官办

	
	蓬莱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不详
	嘉庆六年

（1801年）
	知县易昌创
	官办

	
	鹤鸣书院
	涪州

（今重庆市涪陵主城区）
	鹤遊坪分州署左
	嘉庆十六年（1811年）
	州同刘钦
	官办

	清朝
	育才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县城西街文昌宫侧
	道光五年

（1825年）
	知县彭履坦
	官办

	
	涪陵书院
	涪州

（今重庆市涪陵主城区）
	江对岸北岩
	同治九年（1870年）
	州牧徐浩
	官办

	
	江华书院
	武隆县

（今重庆市管辖）
	不详
	同治十三年（1874年）
	地方绅民合建
	民办

	
	白云书院
	武隆县

（今重庆市管辖）
	城西南隅开化寺右
	同治年间
	不详
	官办

	
	专经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后圃
	光绪九年（1883年）
	知县张涛
	官办

	
	五云书院
	丰都县

（今重庆市管辖）
	新城县署
	光绪十九年（1893年）
	知县蒋履泰
	官办

	
	华祝书院
	丰都县

（今重庆市管辖）
	南岸桥头坝
	光绪十九年（1893年）
	丰城绅士杨懋修
	民办

	
	海鹤书院
	南川县

（今重庆市管辖）
	城西尹子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知县雷橡荣
	官办

	
	静修书院
	涪州

（今重庆市涪陵主城区）
	长里孝和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
	不详
	不祥

	清朝
	文成书院
	涪州

（今重庆市涪陵主城区）
	鹤遊坪白家场附近
	不详
	不详
	不祥


（资料来源：重庆市、区、县地方志相关教育史资料整理而成）

表1中所显示的这24所书院分布于涪陵的各个县，由此可见涪陵当时教育的发达，其书院的发展趋势与全国是一致的。笔者通过对上表的分析发现涪陵书院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
（1） 书院集中分布且数量在清代达到高峰

在封建社会时期，涪陵大部分时间属四川省管辖，是乌江与长江交汇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书院教育兴起较早。宋朝时，涪陵就出现过一所书院，即北岩书院。北岩书院孕育了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涪陵学派”，为涪陵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易学的深厚内涵，为当时四川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朝时期，涪陵书院数量较元代有所发展，甚至超过了宋代，达到5所，分别是平山书院、白云书院、凝道书院、凌云书院、来风书院。至清朝以后，涪陵的书院数量发展迅速，一共出现了18所，其中设置在涪州的书院增至5所，分别是钩深书院、鹤鸣书院、涪陵书院、敬修书院、文成书院；南川县共7所，分别是隆化书院、丹山书院、龙川书院、蓬莱书院、育才书院、专经书院、海鹤书院；丰都县共3所，分别是鹿鸣书院、五云书院、华祝书院；武隆县共2所，分别是江华书院、白云书院；垫江县1所即凌云书院。

由此可见，涪陵的书院在当时的所属各县发展迅速，分布较集中，充分反映了涪陵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整个重庆、四川区域的文化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书院多数为官办，延续性较好

书院的创办分为官办与民办。官办书院大多由政府出资，院中大小事务均由政府掌握。民办书院的经费大部分筹至民间，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但却因此多了几分自由。从表中可以发现，涪陵历代书院几乎均由官办，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涪陵地方政府历来重视教育事业，将当地的文教事业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项标准，因此地方各级官吏均热衷于文教事业，故在整个涪陵书院性质以官办居多，且主要集中在下辖各县。涪陵历史上的民办书院多由致仕返乡的官员出资修建。明朝期间，担任过户部给事和浙江金华太守的武隆人刘秋佩于1513年创办了白云书院。清朝时期，政府官员对发展教育更为重视，他们或修建书院，或捐资兴学，或鼓励地方绅士集资办学，使当地更多的贫困人家能获得读书的机会。如同治九年（1870年），涪陵知州徐浩于州城创设涪陵书院。有文献记述：“涪州旧有钩深书院，在大江对岸北岩，每春夏水涨，盤涡洶涌，肄业者难于渡济，而士风日上，从学日多，学舍亦隘不能容。浩叔篆是州，意在培植文化，倡首捐廉，与阁邑绅士筹款于附城，另置一院，即因地以名之额曰‘涪陵书院’，延师主讲。俾肄业两得其便，庶相互砥砺，咸思有以旧兴焉。至光绪初，州牧濮文升改名曰‘桂馨书院’”[1]由此可知，政府支持、官方推动是涪陵官办书院数量之所以能在清朝达到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2 历代涪陵书院创办力量统计表

	创办力量
	官办
	民办
	不详
	合计

	书院数
	16
	4
	4
	24

	百分比
	66.6%
	16.7%
	16.7%
	100%


（图表为作者自行设计）
与此同时，笔者发现即使出现了书院的管理者会因升迁调动而变更或由于个人主观喜好不同而办学方法各异的情况，都并没有影响到书院的后续发展，所以涪陵地区的书院发展延续性很好。如清代的钩深书院即为宋代的北岩书院；明代的平山书院发展到清代即为鹿鸣书院；白云书院历经明清两代仍然存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清朝期间涪陵成为四川、重庆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据《涪陵历史文化研究<明清涪州进士述录>》统计，清代涪州出文进士实为36人，比《清代四川进士征略》统计还多4人。[2]14涪陵当时的教育发达程度可见一斑。
（3） 涪陵书院教育发展曲折

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重视教育以及理学思想的勃兴和四川造纸印刷业的繁荣，四川各府县书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涪陵在两宋时期也迎来了它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有“文风齐两蜀”[3]1320之咏，大批名师大儒先后来此讲学、著述，一时间涪陵成为整个渝东地区的学术文化中心。诞生于此的北岩书院就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官办书院之一，其前身普净院也是洛学入蜀的重要场所，程颐、谯定、黄庭坚均曾游咏其中。

明朝时期，涪陵的书院发展就经历了一段坎坷，大致经历了明初的沉寂、明中叶的兴盛和明末的禁毁三个阶段。明末的四次禁毁书院，虽从已知的资料中未找到对涪陵有什么直接性的破坏影响，但禁毁书院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举动势必会影响到涪陵，进而扼制书院的创建及现有书院的生存状态。
进入清朝以后，四川经济重心的东移，长江水路交通日渐发达，涪陵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当地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四川、重庆出现的743名进士中有35名来至涪陵，涪陵进士人数居四川、重庆之首。[4]199-120由于清代的书院官学化严重，书院与地方官学的距离或差别很小，科举必经学校，也即以学校为必备资历，学校也沦为科举的附属。自然，书院的应试科考就成为主要的办学目标。因此，涪陵清代科考及第士人比例及人员数量的攀升，与书院的办学成效及教育质量之间必然存在着正相关，这也就可以类推涪陵清代书院的办学状况了。

2、 涪陵古代著名书院

涪陵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其地处长江乌江交汇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涪陵的教育起点是其他地区不能媲美的。自宋代涪州第一所书院产生至清代共出现了24所书院，对当地的教育文化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现择取涪陵的6所著名书院：宋代涪州北岩书院、明代丰都县平山书院、清代武隆县白云书院、垫江县凌云书院、南川县隆化书院以及丰都县五云书院加以介绍，通过了解这些著名书院起到“一叶知秋”的效果，帮助我们领略涪陵乃至整个重庆的书院教育境观。
（1） 涪州北岩书院

北岩书院，在北宋时名“钩深堂”，原址在四川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北岩山。[5]62北岩书院建成时间较早，是重庆、四川区域重要的书院之一。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知州范仲武扩建钩深堂，并于此建北岩书院，过往达官显宦、名流学者等频来瞻吊，繁盛一时，与东湖、濂溪、象山等书院齐名。

北岩书院与二程理学渊源素深，它是北宋理学家程颐注《易》讲学之所，也是“涪陵学派”的发源地，二程理学从北岩书院而大规模进入巴蜀。黄庭坚常往北岩与程颐相会，两位在青山绿水之间探讨学问，黄庭坚助其讲学，并为他讲学之地题名“钩深堂”。史籍记载：“钩深堂在涪州北，绍圣丁丑，伊川谪居于涪即普净寺辟堂，传〈易〉，阅再岁而成，元符庚辰，徒夷陵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过其堂，因榜曰‘钩深’。”[6]1242钩深堂之命名，是黄庭坚取自《周易·系辞》中“钩深致远”一语。由此可见，黄庭坚对程颐（伊川先生）理学思想之精深，讲学授徒之独到，赞赏有加。
程颐当年注《易》之所在北岩西面，后人称之为“点易洞”，点易洞是一人工开凿的石洞，高4米，宽3.8米，深2.2米，为棕黄色粗粒整石砂岩开凿而成，今凿痕可辨。现今洞口上方尚有人工镌刻的“点易洞”三个笔力稳健的楷书大字。今点易洞尚存，洞内正壁上有刻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对联一副：“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宗师推北宋；涪江流教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据说，此联本是范仲武于1208年所作，由于年代久远字迹不清，所以于光绪二年重刻。洞内西北壁上另有清代诗人、书法家石彦恬所刻4字“伊洛渊源”。对联和刻字正是对点易洞，乃至北岩书院教育成效及学术贡献最恰如其分的表述。现在点易洞四围已经建起“涪陵周易园”，它的中心景点为一长400米、高20米的摩崖石刻，上有黄庭坚、朱熹、陆游、王士祯等历代名人书法手迹80余幅，崖上有佛塔一座、佛龛几尊。此外，园中还有碧云亭、钩梁堂、致远亭、三畏斋、三仙楼、四贤堂、北岩书院等遗迹。周易园与涪陵城相隔长江，遥遥对望，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胜迹，已经成为重庆著名的景观名胜。

（2） 丰都县平山书院

平山书院在丰都县（今属重庆市）城东北三里平都山下,[7]明代杭州郡守丰都人杨孟瑛（字温甫，号平山，四川丰都人）创建，此处原为他中举做官之前读书的场所。杨孟瑛创办书院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的，“温甫既贵，建以书院，曰：‘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翘翘焉相继而兴，以无忘先君之泽’”。至于书院具体的创建时间，虽无明确的记载可查，却可根据现有材料，作一简要分析，知其大概。杨孟瑛与明代心性学派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相怀甚得”，所以王守仁为其所建书院作《平山书院记》，其中记述：“平山（平都山）在丰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杨公温甫早岁尝读其下。丰人之举进士者自温甫之父宪始，而温甫承之。温甫既贵，建以书院……温甫始为秋官，予时实为僚佐，相怀甚得也。……今年与温甫相见于杭……温甫属于记。”[7]从这些信息可知，平山书院的创建应该是在杨孟瑛中进士之后，出任杭州郡守期间，其中又记“既而予以病告归阳明，温甫寻亦出守杭郡。” 又可以推断创建平山书院的时间是在王守仁“以病告归”以及杨孟瑛始任杭州郡守之年。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授刑部、兵部主事，做了3年兵部主事，忽患肺病，以病告归。由此可知，王守仁“以病告归”是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而杨孟瑛是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年)任杭州知府。王守仁“以病告归”的时间与杨孟瑛始任杭州郡守的时间正是同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平山书院建成，所以平山书院的创建时间为弘治十五年(1502年)。

（3） 武隆县白云书院

白云书院在武隆县境内，院址在白云观佛寺（今武隆县庙垭乡白云村）。明正德八年（1513年）户部给事、金华太守刘秋佩创建。
刘秋佩（？—1524）又名刘茞，字惟馨，武隆县凤来乡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中举，次年殿试为进士，由庶吉士授户部给事职。他为官清廉，受满朝称赞。秋佩坚持正义，明知言出祸随却曾经两次弹劾位极人臣的宦官刘瑾，两次均遭廷杖之苦，第二次更被罢官并罚款充军饷。后又于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被列为所谓的“五十三党”充军居庸关。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图谋反叛被处决，刘秋佩才得以获释，朝廷启用他知守金华，三年后刘秋佩杖伤复发辞官回乡。回乡后借白云（今庙垭乡白云村）观佛寺创办白云书院。嘉靖元年（1522年）四月刘秋佩被任命为长沙知府，后升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同年二月杖伤再度复发而辞官归养，于嘉靖三年（1524年）病故。秋佩去世后，明世宗遣使谕祭，谥以“忠悯”，并下诏在成都和涪陵建“坤为正气”坊和“大节名宦”祠。[8]719
（4） 垫江县凌云书院

凌云书院在垫江县城北门外，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知县丁涟倡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建城竣工。因院西有凌云桥，院北有凌云洞，故取名“凌云书院”。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书院倾坍，知县俞廷举重修扩建并置田，岁收租谷六十石。1800年，知县陆兹增修。道光二年（1822年）知县张之沣，再予扩建，并完善院中设施。同治二年（1863年），滇军扰境，书院半遭兵乱所毁，同治六年（1867年），知县罗教忠捐募集资，予以修茸重建，并增建考棚以试士。书院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不只传授、研究儒家知识，更注重在明礼仪的基础上身心修养，躬行实践。教师不仅重言教，对学生指导启发，加强道德修养，同时也重视身教，以“人师”自勉。书院主讲者亦称“山长”，有“人自为教，不领于官府”之意，山长若除讲学之外兼管院务的，称“院长”。清末兴新学，废科举，凌云书院遂改为“劝学所”。[7]
（5） 南川县隆化书院

隆化书院在南川城南二里鳌头峰，占地面积7亩。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知县应士龙创建，初时已稍置田产。嘉庆十年（1805年）至清朝末年，知县蒋作梅、徐明湘、彭履坦、王臣福、黄际飞、张涛等先后培修斋舍、添置田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隆化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1940年南川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由白净石迁来此地，1944年南川县立初级中学校亦设于此。[9]68书院以“隆化”为名是因为“南川古称隆化，而书院教化士民，建于乾隆年间，因时舆地以取义，此隆化所由名也。”[10]
（6） 丰都县五云书院

五云书院在丰都县新城县署。同治九年（1870年）平山书院毁于水，假玉鸣寺为之治，迁葺县署，以聚生徒。[11]光绪三年（1877年）迁新城县署，改名五云书院。1892年，知县付达源将院址更换到城北城善堂，建经古书院，未成；1893年，知县蒋履泰成之。书院建筑群分布如下：中为讲堂，通三间，左右客堂各一间，东西斋舍各七间，前立正门三间，后门一间，后屋五间，屋左右厢前后各二间，仍称五云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丰都县立小学堂。

3、 涪陵古代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教育机构，书院教育发展至宋代终于作为一种教育制度被确定下来，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官学教育的以自由开放、学术探讨为主要特点的教学与管理模式。涪陵虽处中国南方内陆腹心地带，但其古代书院的办学情形也与此相同。

（1） 书院的师生与教学活动

涪陵古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作为封建王朝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关系密切。书院教育旨在探究学问而不在断字识文；在传播思想而不在普及常识。理学思想之高深，必定需要学术精深的老师来传授讲论，来主导学生的学习，因此书院对教师的选聘必然会有一定的标准，既为师者必须精通文史，于理于义有深入的思考，有独到的见解，而不是流于知识的表面形式，简单的重复他人的研究成果。书院的教学方法摒弃教师教学生受的传统方法，提倡师生互动。师生可就一个问题各抒己见，探讨辩论，学生可以质疑老师的观点，老师也可以从学生的思想中汲取新的灵感。在这样自由和平等的学习环境中，师生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正所谓“教学相长”。南宋时期，二程理学的气息已经弥漫于渝水巴山之间，连普通民众也期待着目睹理学大家的讲学风采，故涪陵各地书院纷纷延请理学名儒主讲，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家在北岩书院著述讲学，推动了渝东地区文化学术的发展。而以涪陵的北岩书院为最显著。北岩书院因程颐而存在，因理学而著名。程颐在北岩书院（又名“钩深堂”）的讲学授徒，以其终身研究的理学为主要内容，在四川播下了理学的种子，随后在巴蜀大地开花结果，盛极一时，真正起到了传播二程理学的作用，而北岩书院也同时顺理成章地肩负起了向士子传播二程理学，以理学精神启迪后学的重任。[12]20北岩书院与理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北岩书院，理学教育精神在重庆流播绵延。诸多程颐的再传弟子、涪陵学派的理学名师都曾到北岩书院研究学术，讲学授徒，传播理学，使北岩书院之理学精神得以传承而不衰。

在教学内容上，涪陵书院课程，一般设有经学、史学、对偶声律、书法等几门。经学先读“四书”，进而再读“五经”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史学要求读“二十二史”、《通鉴》。对偶声律之学着重读唐诗，或诗律诗赋，为写八股文、试帖诗作准备。书法为六艺之一，科举考试及平日课卷都讲究书法，所以，习字是诸生的日常功课。有的书院还兼论时政。到了明代，涪陵书院的教学内容则以儒学为主，在儒学范围内又有不同，有的书院讲程朱之学，有的书院讲王湛之学，这大概与书院创办者和主讲老师的学术倾向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在明代的重庆学术界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学说占主导地位，程朱之学在明代已经失去了在宋代时独领风骚、独占鳌头的气象。如武隆县的白云书院向学生“讲授儒学经典，并致力于王守仁‘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学说。”[13]283新的学术思想的涌动，使明代书院的教学吸引了大批生徒，这也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同时，与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相对自由些，不同的学术思想在此交流、辩难，既活跃了教学的气氛，也使生徒学到不同的学说，感受不同的方法和风格。

清朝的涪陵书院多为官学的附庸，“专门研究文艺，作科名进取之预备”，只务举业，不重实学。教学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依据教学目标也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比如南川县的专经书院，讲经史、小学、诸子、古文、词赋诸籍，而且专经书院以“专经”为名其目的已经很明显了，知县张涛更是在《专经书院记》中明确写道：“国初功令春秋闱，均以专经取士。同考官视已所习之经，以为分校”。[13]294此外书院院长和教师都是名师大儒，社会地位高，工资待遇优厚，加以学科单一，教师凭其所长授课，因而教师的培训提高问题并不突出。戊戌维新以后，废科举、办新学蔚为风潮，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全国颇有影响。由书院改成的各类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但也渗入了自然科学的内容。秀才、举人、进士出身的多半不能教授，只有多聘请出国留学归来的学者担任，同时兴办师范学堂培训教师。书院教师、学生的条件及资质要求发生变化，教学内容及组织活动也逐渐失去其固有传统或称“书院精神”，但这不宜以衰败颓废来描述，而是一种新时期的转型与升华。
（2） 书院的管理

书院是一个独立的教育组织机构，它的正常运作需要一个系统的管理模式。重庆地区书院之始兴于宋，涪陵最早的书院也是在宋朝，即北岩书院，它具有不同于官学的优越性，体现出中国内陆地区书院办学及组织管理的一般状况及原则。两宋时期的书院，其管理机构也比较简单，实行的是“山长”负责制，“山长”是书院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的首脑。随着日后书院规模的扩大和生徒的增多，为维系书院的正常运转，增设了副“山长”、副讲、助教等职来协助“山长”处理书院日常教学和管理上的事务。即便如此，宋朝时期四川、重庆的大部分书院仍没有形成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14]23明代以后，涪陵书院获得长足的发展，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行政事务才逐渐增多，于是设立了院总、监院、监理等职，以分山长之劳，并逐渐形成行政、财务、勤系等比较完备的职事系统。书院还制定一些规章、章程、学规等规范书院的事务和诸生的学习。各大书院都订有繁琐的学规，规定书院的培养目标，诸生修身、养性、治学、处事、接物的标准，体现书院的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又有具体细微的差别。如在教学目标上，南川隆化书院创办者知县应士龙已经明确指出：“夫明体达用，处则为纯儒，出则为良佐，此设学储才之意也。以其学问发为文章，特馀绪耳，至寻章摘句，博取科名，亦未矣后之。”[10]书院要培养的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和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不是只会作几篇文章或只会左摘右抄赢取功名的人。同属南川县的专经书院的办学方向又与隆化书院不同，“夫士为四民之首，教乃治化之原，经既不明，行何以修，则习经乃当时之急务。以荒殖既久之区，聚责以博通群籍，势必望而生畏，欲从末由则习专经又南川之急务也”。[10]所以习专经是专经书院的方向，这一点从书院名称上便一目了然了。这样的规定对书院教学环境的净化学生道德行为训练以及教学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规条或简要或繁复，都是书院管理的依据，是管理活动走向程序、规范的表征，是一种管理制度上的进步。

清朝时期，政府加强对书院的政治控制，导致昔日的学术自由、以学议政的宽松氛围不再，书院的办学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合乎封建统治者需要的统治人才，政府严禁生员“聚众结社，纠党生事”，故清代涪陵书院同全国书院一样，也多数沦为科举的附庸，失去了宋、明时期书院学术风气浓郁，学子沉潜学问的特点。如南川县令徐名望在《隆修· 隆化书院记》中说：“今书院既立……若夫朝夕吟诵,博闻强记，于以擅词华，掇高第，则又为人才所蔚起，而圣治所由光昭。”[10]清代随着涪陵书院规模扩大，并且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在不断发展和变革的环境下，要想书院良好运转也需要形成恰当或合理的管理模式，使书院的方方面面井然有序，师生可以安心研习，专注于学问知识而不必分心他务。有效的管理是书院水平能够不断提升的保证，建立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办书院的重要条件。

（3） 书院的考课制度

考课制度是清朝书院的一个主流特点。如果说清代以前的书院教育偏重于素质教育的话，到了清代书院教育就偏重于科举考试的教育了。因此，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书院定时举行考课，每月至少三次，多则五六次。考课分为官课和师课，官课由地方官员主持，生徒成绩优异者一般皆发奖赏。师课又称“斋课”，由山长负责，每月定期举行。考试之后，根据成绩表现评定优劣，确定升降，给予奖惩。每种考课分一、二、三等，按等给奖。书院的考课奖金名叫“膏火”，有些寒士凭借膏火就可以维持生活。如比如南川知县徐名缃《捐置隆化书院田业记》中写道：“书院之制，昉于宋代之义学，盖自士与农分而乏恒产，其中寒门单户，无讲习之地，薪火之资，虽有良才子弟多至废业。于是为有司者，躬为捐置学舍，备膏火，俾一邑寒畯皆得以成其方质。”[10]
书院一般每年行课10个月（农历2月至11月，腊月及正月放假）。行课期间，官课与堂课交叉进行，一般是官课每月1次，堂课每月2次。考课时间一般是１天。由于考生不能中间出场，有的书院经县官同意，中午发给考生免费餐。在考课期间，生童因请假或无故旷课者，书院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定，并与发膏火多少和正附课、备课的升降相关联。各级考试以八股文章为主，而策论诗赋附之。八股试题，以四子书为主，立言又以程朱学说为主。这在书院课程的设置上就已体现。如南川县书院的课程设“四书”、“五经”，参读《四书集注》《圣谕广训》《周易折中》《学政全书》《资治通鉴》等，将传习儒学与为科举制度输送人才结合起来。书院的教学内容完全依傍于科举考试的内容，科举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也就学什么。八股文自然也就成为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内容了。

书院的考课既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一段时期教师的讲授以及教学成果的考察。考课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管理手段，因为它能够掌控教学的过程，能够使师生在今后的教学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方法，以符合书院的教学要求。

另因笔者能力有限，且涪陵地方志记载的往往是各书院的名目，缺乏书院记、书院章程和规约等深度资料，此也为本文研究的障碍。因此对于涪陵书院的具体考课制度不能在此一一列出，但涪陵长期以来作为四川省辖区，它的书院考课制度也与四川、重庆区域的书院大同小异，希望从整个四川区域的书院考课制度来窥探涪陵书院的考课的一些端倪。

（4） 书院的办学经费

创建和修复一所书院以及书院日常的运作都需要经费的支持。书院的经济是书院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物质基础，与书院的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恒定的学田制。所谓“学田”，即学校所拥有的田地。通常是招人承佃，靠收取地租来补充办学经费。可见“学田制”对于书院的存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学田制作为书院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仅靠学田难免会有入不敷出时，这时书院的其他经费则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有的书院还能得到民间的募捐。多渠道的资金为书院的长足发展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如南川隆化书院章程规定：“爰将铁厂公费自本县甲申六年日到任起至年底冬季止，银三百两，乙酉全年银六百两，丙戍年夏季银三百两，共银千二百两，此数作为本县捐项归入文庙，制造礼乐各器，先由本县筹垫，以此款陆续归结俟”。[10]
历史上有些书院往往是因为经费缺少而停办的，而清代涪陵境内书院的经费较充裕。修建书院的经费一般由政府全额支付。地方政府在解决书院用地、用房、图书、家具等时，一方面由官府牵头，其经费由官府部分支付与官员捐助、民众捐助和乡里募集。一方面是由地方官员以官府名义出面筹措，所有修建书院的经费、地皮等，均由私人（包括官员个人）捐出。官办书院一般是由主办官府拨给学田、银钱，或为书院买置学田、街铺、放钱取息等，也有拨给书院某个地方的税项。如南川隆化书院，其经费由学田每年收租谷635.6石，租钱31，740文供院开支。嘉庆十年（1805年）到清朝末年，知县蒋作梅、徐明缃、彭屡坦、黄际飞、张涛等先后培修斋舍，添置田租。涪陵城区钩深书院章程对于书院经费的来源和支出作了细致规范及设计，历任知州购置及里人捐赠学田共24处，后又续添田土七处，总计土田房屋三十一处，这三十一处田产每年共收租谷二百四十五石，另收租钱三百四十四吊四百文，这些收入均由斋长一人管理。此外，钩深书院还拥有学田二十八处，这二十八处学田每年共收租谷三百六十四石七斗，土租钱一百九十四串。钩深书院一年的总收入为租谷六百零九石七斗，租钱五百八十三串四百文。[1]不难看出，钩深书院几乎是以田产作为它全部收入的来源，且其收入构成较简单。

书院经费的收支管理既有章程的规定作为依据，又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核查与监管，而在书院内部给以相对自由的经费支配权，不过增加透明度，采取斋长、地方襄助书院地绅商及书院师生参与、加以监督、审计、民主管理。上述办法使书院经费管理较为完善,将书院经费来源、用途、支出及结余情况备载于册, 官员及山长、生员互相稽察, 最大可能地避免了经费的被侵吞挪用,保证了书院的稳定和发展。特别是书院对收取的生员行免费政策, 且还可按期得到膏火银,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子弟读书难的问题, 利于加强和提高川内民族文化素质。如南川专经书院入院肄业者“人月给膏火钱三千文”。除每月的膏火钱，每年书院都会有考课，官、师课都会有奖励的。如南川隆化书院，“每课生童共需四十二两，每年以十课计之，共需银四百二十两”。另外,有的书院还特别优恤孤寡子弟入院肄业，如南川龙川书院规定:“子弟中有寡妇之子，该馆师宜因人加意，盖母饮水茹药，艰苦万端，专望其成立，全仗先生管教”，“当宽严用心，格外尽心。”[10]龙川书院特别优恤寡妇之子，客观上为孤寡子弟的教育和成长提供了条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4、 晚清时期涪陵书院的改制

清末时期，书院改学堂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书院改学堂肇始于百日维新，完成于清末新政，使延续千年的中国古代书院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末书院在长期的普遍发展中自身滋生出诸多弊端，加之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各种西方思想不断涌入，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冲击之下，儒家传统文化日益沦丧，书院教育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已不相适应，涪陵书院在这种形势下也被迫进行改革与转型，史称“书院的近代改制”。究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 根本动因：晚清社会变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全国下发书院改学堂的诏令，书院改制正式在全国拉开帷幕。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直接结果是打开大门，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民族危机加深，民众的精神思想也遭到各种“西学、西艺”的浸染。加之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寻觅爱国救民的真理，这无形中也加速了书院改制的进程。正是在这样宏达的背景中，书院教育无力承受和抵抗，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改制。涪陵处于长江、乌江交汇处，经济较其他地区更为发达，近代社会城市的发展需要拥有更高技术的专业人才来支撑，而古代书院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重庆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于是书院的改革也被推上了日程。
（2） 内在原因：自身积弊太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晚清的书院表面辉煌，骨子里则早已溃烂。随着清政府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书院制度也日益颓败，致使晚清书院教育积弊丛生，积重难返。如一些地方官在延聘书院山长时徇私舞弊，不闻其学问和品行，不必尽贤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为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其所聘为山长者”甚至在乾隆年间出现过书院山长“多系上官同僚相互推荐，遂致徇情延请，有名无实”的现象。书院的规章制度行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制约、奖惩的作用；书院内的肄业生童荒废学业，不求上进，甚至游手好闲、惹事生非、品习恶劣；书院经费管理混乱，甚至被管理者贪污、挪用、以权谋私，由此可知书院的教育制度无疑是导致涪陵地区书院走向衰败最终改制内在根源。涪陵古代书院固守的传统教育方法，实则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对人才的各种需求，已经难以在“西学西艺”的冲击下生存下去。在以学习制艺为主的清代书院出现了“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见有反而求知于实学者”[15]310的现象，这表明清朝书院与官学一样，已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难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真正人才这种书院教育方式与晚清重庆区域社会的实际生产与生活相脱节，不适应时代的潮流，书院亟待改革。
（3） 外在因素：新式学堂、教会学校的冲击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教育领域内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式学堂。19世纪维新思想的传播无形地冲击着涪陵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旧教育制度的腐败落后，对一直以来那种埋首故纸堆、皓首穷经的科举老路产生了质疑，日益感到改变旧教育制度的迫切性。此时新式学堂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晚清涪陵书院改学堂是在全国大背景下展开的，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武隆县的白云书院是涪陵历史上率先改制的，同时也是渝东地区乃至整个重庆最早改为学堂的书院。在《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四川省书院改学堂一览表》中列举了50所书院，其中涪州进行改制的书院共9所。[16]2537这些新式学堂的办学目标是培植人才、讲求实学、博通时务。相比之下，新式学堂比书院更先进，更能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新式学堂的出现给处于危机中的书院进行改制增加了推力或催速剂，成为涪陵古代书院改制的外在原因。另教会学校的建立也对颓败的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产生了极大地冲击。西方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的目的，创建了许多教会学校，如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英华书院”是近代传教士在在华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难免会出现隔阂，为了更好的让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些新式学校，将这些教会学校以书院命名，这样可以与民众的心理相吻合。但与传统书院不同的是，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却有所创新。他们将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列入课堂上，开设格物、英文、数学等课程，为中国近代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肯定的是，教会学校的建立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和桥梁。[17]379
在重庆市大规模书院改制的潮流中，涪陵古代书院的改制也全面开始。根据已有资料，制作了清末涪陵书院改制情况表（表4），虽不能概括清代涪陵书院改制的全貌，但也多少可以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

表4 清代涪陵书院改学堂情况一览表

	书院名称
	所属地
	改制具体情况

	育才书院
	南川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学务研究所

	隆化书院
	南川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专经书院
	南川县
	改为女高小校

	凌云书院
	垫江县
	改为劝学所

	五云书院
	丰都县
	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县立小学堂

	经古书院
	丰都县
	光绪末改为高等小学堂

	华祝书院
	丰都县
	清末改为学校

	白云书院
	武隆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为高等小学校

	江华书院
	武隆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敬信学堂


（资料来原：重庆市、县相关地方史志文献资料的相关内容）

晚清书院改学堂作为中国教育史上除旧布新的一个大事件，它见证了一个旧教育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新教育体制的开创。涪陵古代书院改学堂的过程大体经历了旧式书院衰落—新式学堂建立这一艰难历程，这也与全国书院该学堂的历程大体一致。改革虽不彻底，仍带有一丝封建色彩，但它打破了过去儒家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变了学校教育培养统治者的一贯模式，加速了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推进了整个涪陵乃至四川、重庆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促进了涪陵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涪陵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为期不远了。

书院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绵延上千年，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在今天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改革日益引人注目的背景下，我们对涪陵古代书院的资料加以整理分析，重新审视书院从辉煌逐渐走向衰落的历程，要以史为鉴，不断反思今天的教育问题，敢于迎接挑战，找到一条适合当地高等教育的具有现实价值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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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ncient academies in Fuling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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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ongqing Fuling Wujiang River Basi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as a distinctive reg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s long college school history is Chongqing are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bright spot. College education in the study of Fuling, not only for the digging of Wujiang River Basin in cultural resource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ut also has important value to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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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第238页所列白云书院的创建时间是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而据《武隆县志》的记载可知白云书院的创办是在刘秋佩任金华太守后的三年，即正德八年（15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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